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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伯俊就《三国演义》与三国文化研究答学生问

沈　伯　俊＊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四川　成都　６１００７１）

　　１．沈教授，您好！很荣幸您能接受我们的采
访。我们知道您是当今最负盛名的《三国演义》研究
专家，在这次访谈的开始，您能不能向我们的读者简
要介绍一下《三国演义》这部著作，以及它在中国文
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

沈伯俊：在中国小说史上，古典名著《三国演义》
拥有六个第一：（１）它问世已经６００多年，是公认的
我国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２）它总共写了１２００
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大约一千余人，这在所有
古典小说中位居第一；（３）根据它改编的文艺作品门
类之广，数量之多，在所有古典小说中肯定第一；（４）
与它有关的名胜古迹分布于全国各地，总数多达数
百处，其他作品简直无法望其项背，这又是第一；（５）
与它有关的传说故事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在古典文
学名著中同样是第一；（６）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之广泛与深远，它无疑也是第一。
它不仅在中国家喻户晓，而且在亚洲各国和其他地
区广泛传播，在世界文学名著之林中也占有重要的
地位。

２．说起《三国演义》我们就想到了“三国文化”，
在您的眼中“三国文化”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沈伯俊：我认为，“三国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作三

个层次的理解和诠释：第一个层次是历史学的“三国
文化”观（或曰狭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
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期的精神文化。第二个层
次是历史文化学的“三国文化”观（或曰扩展义的“三
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就是历史上的三国时
期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包括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等领域。第三个层次是大文化的“三国文
化”观（或曰广义的“三国文化”观），认为“三国文化”
并不仅仅指、并不等同于“三国时期的文化”，而是指
以三国时期的历史文化为源，以三国故事的传播演
变为流，以《三国演义》及其诸多衍生现象为重要内
容的综合性文化。这三个层次的概念并非截然对
立，而是如同一组同心圆，围绕着同一个圆心，层递
扩大其范畴。这个圆心，就是三国时期的文化的基
本内核；层递扩大的范畴，就是其发展、演变、吸纳、
衍生的方方面面。所以，三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
其实共同承担着阐说和研究三国文化的任务。不
过，比之前面两个层次的“三国文化”观，广义的“三
国文化”观具有更大的涵盖性和更广的适应性，更便
于认知和解释很多复杂的精神文化现象。
从大文化的广阔视野进行观照，人们所说的“三

国文化”实际上是一种世代累积型的文化，它是漫长
历史时期中民众心理的结晶，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
活和民族性格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在世界各地
也广泛传播。

３．作为一部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经典著作，
《三国演义》有其独特的魅力，那么在您看来《三国演
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是人们常说的谋略吗？
沈伯俊：许多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

谋略。我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诚然，《三国演义》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方面，就

是擅长战争描写。全书以黄巾起义开端，以西晋灭
吴收尾，反映了从汉末失政到三分归晋这一百年间
的全部战争生活，描写了这一时期的所有重要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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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许多著名战斗，大大小小，数以百计。接连不断的
战争描写，构成了小说的主要内容，占了全书的大部
分篇幅。而在战争描写中，作者信奉“知彼知己，百
战不殆”的军事规律，崇尚“斗智优于斗力”的思想，

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对制胜之道的寻绎上。因此，虽
写战争，却不见满篇打斗；相反，书中随处可见智慧
的碰撞、谋略的较量，而战场厮杀则往往只用粗笔勾
勒。可以说，千变万化的谋略确实是全书精华的重
要部分。

然而，谋略并非《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更非书
中精华的全部。

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道”是最高层次
的东西。“道”有多义，首先是指自然和社会的根本
规律，通常指正义的事业，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
助”是也。因此，它也是处事为人的基本原则。谋略
则属于“术”，是第二层次的东西，是为“道”服务的，

必须受“道”的指导和制约。作为一位杰出的进步作
家，罗贯中认为，符合正义原则，有利于国家统一、民
生安定的谋略才是值得肯定和赞美的，而不义之徒
害国残民的谋略只能叫做阴谋诡计。因此，只有代
表作者理想的诸葛亮才被塑造为妙计无穷的谋略大

师、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曹操的谋略可谓高矣，但
罗贯中对他却并不喜爱，而是有褒有贬：对曹操有利
于国家统一、社会进步的谋略，罗贯中予以肯定性的
描写；而对他损人利己、背信弃义的各种伎俩，则毫
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综观全书，罗贯中从未放弃道
义的旗帜，从未不加分析地肯定一切谋略；对于那些
野心家、阴谋家的各种阴谋权术，他总是加以揭露和
批判；对于那些愚而自用者耍的小聪明，他往往加以
嘲笑。可以说，《三国演义》写谋略，具有鲜明的道德
倾向，而以民本思想为准绳。后人如何看待和借鉴
《三国演义》写到的谋略，则取决于自己的政治立场、

道德原则和人生态度。如果有人读过《三国演义》却
喜欢搞小动作，那是他自己心术不正，与罗贯中无
关；恰恰相反，那正是罗贯中反对和批判的。有人谈
什么“厚黑学”，也硬往《三国演义》上扯，更是毫无道
理的。

那么，《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是什么呢？我认
为，《三国演义》丰厚的思想内涵，主要表现在五个方
面。

（１）对国家统一的强烈向往。

我们中华民族有着极其伟大的聚合力，维护国
家的统一与安定，是我们民族一贯的政治目标，是一

个牢不可破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由于种种原因，

我们民族曾经屡次被“分”开，饱受分裂战乱之苦。

但是，每遭受一次分裂，人民总是以惊人的毅力和巨
大的牺牲，清除了分裂的祸患，医治了战争的创伤，

促成重新统一的实现。在那“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
原”的汉末大动乱时期，以及罗贯中生活了大半辈子
的元代末年，广大人民对国家安定统一的向往更是
特别强烈。罗贯中敏锐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通过
对汉末三国时期历史的艺术再现，鲜明地表达了广
大人民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是《三国演义》

的政治理想，也是其人民性的突出表现。
（２）对政治人物的评判选择。

人们常常谈到《三国演义》“尊刘贬曹”的思想倾
向，有人还把这称为“封建正统思想”。事实上，“尊
刘贬曹”的思想倾向，早在宋代就已成为有关三国的
各种文艺作品的基调，罗贯中只是顺应广大民众的
意愿，继承了这种倾向。

罗贯中之所以“尊刘”，并非简单地因为刘备姓
刘（刘表、刘璋也是汉室宗亲，而且家世比刘备显赫
得多，却每每遭到贬抑和嘲笑；汉桓帝、汉灵帝这两
个姓刘的皇帝，更是作者鞭挞的对象），而是由于刘
备一生作为，基本符合古人对“明君”的最重要的两
点期待：一是仁德爱民，有济世情怀；二是尊贤礼士，

有知人之明。首先，作品多方表现了刘备的宽仁爱
民，深得人心。《演义》第１回，写刘关张桃园结义，

其誓词便赫然标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八个大字。

这既是他们的政治目标，又是他们高高举起的一面
道德旗帜。从此，宽仁爱民，深得人心就成了刘备区
别于其他政治集团领袖的显著标志。其次，作品竭
力渲染了刘备的敬贤爱士，知人善任。其中，他对徐
庶、诸葛亮、庞统的敬重和信任，都超越史书记载，写
得十分生动感人；尤其是对他不辞辛苦，三顾茅庐的
求贤佳话，对他与诸葛亮的鱼水关系的描写，更是具
有典范意义。总之，宽仁爱民和敬贤爱士这两大品
格的充分表现，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形象摆脱了
以往三国题材通俗文艺中刘备形象的草莽气息，成
了古代文学作品中前所未有的“明君”范型。

对于曹操，罗贯中有褒有贬：褒的是其雄才大
略、功业建树，贬的是其虐民和害贤。一方面，罗贯
中以大开大阖的笔触，艺术化地展现了曹操在汉末
群雄中脱颖而出，逐步战胜众多对手的豪迈历程，对
于曹操统一北方的巨大功绩，对他在讨董卓、擒吕
布、扫袁术、灭袁绍、击乌桓等重大战役中所表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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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凡胆略和智谋，罗贯中都作了肯定性的描写，并没
有随意贬低。同时，罗贯中又不断地揭露曹操奸诈
的作风、残忍的性格和恶劣的情欲，批判曹操丑恶的
一面。由此可见，“尊刘贬曹”主要反映了广大民众
按照“抚我则后，虐我则仇”的标准对封建政治家的
评判选择，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３）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三国演义》以很大篇幅描写了汉末三国变幻莫

测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总结了各个集团成败兴
衰的历史经验，突出强调了争取人心、延揽人才、重
视谋略这三大要素的极端重要性。董卓集团败坏朝
纲，残害百姓，荒淫腐朽，导致天下大乱，完全是一伙
狐群狗党，混世魔王，作品便不遗余力地予以鞭挞。

袁术狂妄自大，轻薄无能，既不注意延揽人才，又无
明确的战略目标，更不顾百姓死活，却急于过皇帝
瘾，大失人心，作品也予以严厉批判。袁绍虽然颇有
雄心，其集团一度声势赫赫，实力雄厚，但由于袁绍
胸无伟略，见事迟缓，坐失战机；不辨贤愚，用人不
当，以致关键时刻内讧不已；心胸狭隘，文过饰非，甚
至害贤掩过，终于只能成为曹操的手下败将，无可挽
回地走向灭亡。相比之下，刘备、曹操、孙权三大集
团在这三方面各有所长：刘备历经磨难，却始终坚持
“举大事必以人为本”的信念，深得民心；求贤若渴，
“三顾茅庐”堪称千秋佳话；倾心信任诸葛亮，既有正
确的战略方针，又有灵活多变的谋略战术。曹操虽
然心术不正，却也十分注意争取人心，延揽人才，手
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在战略战术上，他也高出同
时诸雄。孙权手下也是人才济济，周瑜、鲁肃、吕蒙、

陆逊四任统帅均为一时之杰，而且有着明确的战略
目标。因此，在众多政治军事集团中，刘、曹、孙三大
集团得以脱颖而出，形成三分鼎立的局面。

（４）对中华智慧的多彩展现。

上面已经阐明，把谋略视为《三国演义》的主要
精髓，是一种片面的，甚至是浅薄的看法。实际上，

数百年来，《三国演义》让人感到魅力无穷的一个重
要方面，乃是积淀在其中的中华智慧，是这种智慧的
多彩展现。可以说，《三国演义》就是中华民族优秀
智慧的结晶，作为全书灵魂人物的诸葛亮，就是中华
民族无比智慧的化身。

《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大致可以分解为
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政治智慧。包括：①善于把握天下大势，

总揽全局，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如荀彧的奉迎献

帝之策，诸葛亮的《隆中对》，鲁肃的“江东对”。②善
于处理君臣关系，推心置腹，善始善终。如诸葛亮与
刘备鱼水相谐的关系。③善于治国，遗爱千秋。在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末，陈寿评曰：“诸葛亮
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
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
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

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

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於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
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
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裴注引袁子曰：“（诸葛
亮）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
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
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
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
公也。”《演义》对此作了形象的再现。④善于识才，

后继有人。如诸葛亮选拔蒋琬、费祎、董允；孙吴集
团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四帅相继。

其二，军事智慧。以诸葛亮为代表。主要表现
为：其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其二，虚虚实实，兵不
厌诈；其三，出奇制胜，用兵如神。《孙子兵法》云：
“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势篇》）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
神。”（《虚实篇》）诸葛亮正是体现这些军事原则的光
辉典范。

其三，科技智慧。如华佗的麻沸散和外科术，诸
葛亮的连弩和木牛流马。

其四，人生智慧。这方面值得发掘的颇多。例
如司马徽：“水镜”雅号，传播遐迩。曾有名言：“儒生
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又云：“伏龙、

凤雏，两人得一，可安天下。”却终身不仕，甘当闲云
野鹤。又如管宁：年轻时不满华歆热中利禄，与之割
席分坐；魏文帝下诏以其为太中大夫，固辞不受；明
帝即位，征他为光禄勋，仍不应命，白衣终身。再如
诸葛亮：“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格言，垂范千秋。

《三国演义》展现的中华智慧，真是绚丽多彩，熠
熠生辉，博大深厚，沾溉后人。

（５）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求。

在艺术地再现汉末三国的历史，描绘形形色色
的人物的时候，罗贯中不仅表现了对国家统一、清平
政治的强烈向往，而且表现了对理想道德的不懈追
求。在这里，他打起了“忠义”的旗号，把它作为臧否
人物、评判是非的主要道德标准。通观全书，有许多

·９２·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第３１卷第１期

讴歌理想道德的动人故事。为了忠于“桃园之义”，

关羽不为曹操的优礼相待所动，毅然挂印封金，千里
跋涉，寻访兄长；为了维护兄弟情义，刘备不顾一切
地要为关羽报仇，甚至宁可抛弃万里江山；为了报答
刘备的知遇之恩、托孤之重，诸葛亮殚精竭虑，南征
北伐，不屈不挠，死而后已……

长期以来，对于“忠义”也有各种议论和批评，这
里谈谈我的看法。忠是什么？其基本含义是对自己
忠于所事，对他人忠于所托。你的本职工作是什么，

你就干好什么；与他人相处就要忠于所托，这就是
《论语》讲到的“吾日三省吾身”中的一省：“为人谋而
不忠乎？”经过长期的积淀、提炼和逐渐的抽象化之
后，人们把它升华为对事业的忠，对理想的忠，进而
再升华为对国家对民族的忠。那绝非是小忠。义是
什么？按古汉语的基本含义，“义者宜也。”（《礼记·

中庸》）适宜的事，正确的事，你做了，那就符合义。

人们常常说“道义”，就是说做符合道的事情才是义。

从宏观方面来说，有国家大义、民族大义；用在人际
关系上，它追求的是平等互助、患难相扶，甚至是生
死与共的理想人际关系。

当然，作为封建时代具有一定进步倾向的文人，

罗贯中的“忠义”观不可能越出封建思想的藩篱，但
也确实融合了人民群众的观念和感情。这种犬牙交
错的状况，使得《三国演义》的“忠义”呈现出复杂的
面貌；但就主导方面而言，它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
价值观、道德观中积极的一面，值得后人批判地吸
收。

４．说起《三国演义》，我们自然会将它和《三国
志》《三国志平话》联系起来，《三国演义》和这两部著
作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从个人角度讲您更偏好哪

部？

沈伯俊：诚然，《三国演义》与《三国志》、《三国志
平话》都有相当重要的联系。下面分别谈谈。

我曾经发表《〈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

一文（载《福州大学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比较深入
地研究二者的关系。文章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三
点见解：

（１）《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乃是《三国演义》

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２）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

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
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
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

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
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

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
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
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３）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
的史料，嘉靖元年（１５２２）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
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
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
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我认为，这一说法是不
够确切的。

首先，从成书过程来看。《三国演义》固然以史
书《三国志》为主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大量承袭
了民间三国故事和三国戏的内容；就褒贬倾向、主线
设置、叙事时空处理等方面而言，后者的影响可能更
大。尽管罗贯中原作书名可能包含“三国志”三字，

但这只是表明了作家对陈寿的敬重和借史书以提高

小说地位的愿望，绝不意味着小说是在亦步亦趋地
演绎史书《三国志》。综观整部小说，是在史传文学
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
双向建构的基础上，通过作家天才的创造，才成就了
这部煌煌巨著。

其次，从思想内涵来看。我曾经指出：“《三国演
义》是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具有极
其博大而深厚的思想内涵。罗贯中以三国历史为题
材，融汇自己的切身经历，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总之，《三国演义》犹如一个巨大的多棱镜，闪射
着多方面的思想光彩，给不同时代、不同阶层的人们
以历史的教益和人生的启示。”其主要内容，可参见
我上面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可以说，《三国演义》

站在特定的历史高度，博采传统文化的多种养分，融
会宋元以来的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演”的是中华
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之“义”，而不仅仅是史书
《三国志》之“义”。

再次，从艺术成就来看。我曾经指出：尽管罗贯
中十分重视抓住历史运动的基本轨迹，再现史实的
基本框架和发展趋势，“然而，在具体编织情节，塑造
人物时，罗贯中却主要继承了民间通俗文艺的传统，

大胆发挥浪漫主义想象，大量进行艺术虚构，运用夸
张手法，表现出浓重的浪漫情调和传奇色彩。”“这种
粗看好象与历史‘相似’，细看则处处有艺术虚构、时
时与史实相出入的情况，在整部作品中比比皆是。

这种虚实结合，亦实亦虚的创作方法，乃是《三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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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基本创作方法，是其最重要的艺术特征。”这种
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更不能说是“演”《三国志》之
“义”。

总之，我们既要充分重视《三国志》对《三国演
义》的影响，又不应过分夸大这种影响。只有这样，

才能对《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及其思想艺术成就作
出科学的评价。

对于《三国演义》与《三国志平话》的关系，我的
看法是：《三国志平话》汇集了宋代以来民间讲史“说
三分”的成果，第一次将众多的三国故事串连在一
起，为《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简率的雏形。

然而，《三国演义》却决非对《三国志平话》的扩充和
放大，而是另起炉灶，重新构思，在思想内涵和艺术
水平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产生了质的飞跃。

如果说《三国志平话》只是一部比较粗糙的、以娱乐
读者以主要任务的通俗文艺作品的话，《三国演义》

则是一部思想深刻、意蕴丰厚、艺术成熟的民族文化
经典。

《三国演义》中的一些情节，在元杂剧三国戏、
《三国志平话》中可以找到雏形。然而，罗贯中决不
是简单地捡现成，而是对这样的一些故事“毛胚”进
行深度加工或者根本性的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属
于罗贯中自己的精彩情节。例如，《三国志平话》卷
上的《王允献董卓貂蝉》一节，写貂蝉与吕布本是夫
妻，因战乱失散；王允先请董卓赴宴，表示愿将貂蝉
献上；然后请吕布赴宴，让貂蝉与其夫妻相认，并答
应送貂蝉与吕布团聚；数日后，王允将貂蝉送入太师
府，董卓将貂蝉霸为己有；吕布大怒，乘董卓酒醉，将
其杀死。这样的情节安排弊病甚大：第一，王允明明
知道貂蝉与吕布是夫妻，并已让二人当堂相认，却还
要把貂蝉献给董卓，未免显得太下作；第二，貂蝉在
与吕布夫妻相认后，居然还毫无怨尤地让王允把自
己送给董卓为妾，实在不近情理；第三，吕布为夺回
被霸占的妻子，愤而杀死董卓，这是理所应当，丝毫
看不出见利忘义的本质；第四，按照这种人物关系，

貂蝉在董卓与吕布之间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装痴
撒娇已无可能，离间二人关系也无必要。总之，按照
这种人物关系展开描写，不仅降低了王允的形象，模
糊了吕布的性格，使貂蝉形象缺乏美感，而且使整个
情节缺少戏剧性发展的内在机制。罗贯中对人物关
系作了创造性的改造，改成吕布与貂蝉本不相识，一
下子就使人物关系合理了；同时，对情节发展过程，

罗贯中也设计得更为丰富和巧妙。于是，王允设置

“连环计”只使人感到其老谋深算，善于利用矛盾；董
卓与吕布为争夺貂蝉而反目，不仅符合二人的性格，

而且与历史事实取得了逻辑上的一致；貂蝉不再是
只求夫妻团圆的一般女子，而成了怀有崇高使命的
巾帼奇杰，虽然忍辱负重，却获得了在董卓、吕布之
间纵横捭阖的心理自由；整个情节也因此而波澜起
伏，艺术虚构与史实再现水乳交融，成为一个十分成
功的典型情节。

更具有典型意义的例证是诸葛亮形象的塑造。
《三国志平话》中的诸葛亮，是一个性格粗豪而具有
神话般本领的“军师”。这个“军师”形象，集“人也，

神也，仙也”于一身。他没有士大夫的温文尔雅，却
具有火热般的性格。他在斗争中表现粗豪、刚强而
果敢，有时甚至还带有急躁的情绪和卤莽的行动。

而罗贯中写作《三国演义》时，对《三国志平话》中的
诸葛亮形象作了大幅度的改造，删除了“呼风唤雨，

撒豆成兵，挥剑成河”之类的神异描写，使诸葛亮形
象复归于“人”本位———当然，是一个本领非凡的、具
有传奇色彩的杰出人物。总体而言，罗贯中在史实
的基础上，吸收了通俗文艺的有益成分，加上自己的
天才创造，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高雅、睿智、充满理想
色彩和艺术魅力的诸葛亮形象，一个家喻户晓的光
辉形象。这样的诸葛亮形象，虽以历史人物诸葛亮
为原型，但已有了很大的变异，比其历史原型更高
大，更美好，成为古代优秀知识分子的崇高典范，成
为中华民族忠贞品格和无比智慧的化身，成为中外
人民共同景仰的不朽形象。

《三国志》和《三国志平话》各有各的价值，各有
各的用处，我对它们无所偏好。不过，在实际的研究
中，对《三国志》的阅读和钻研更多一些。

５．可以说《三国演义》的成书过程就是各种不同
版本的“三国文化”的交融、整合过程，在这里，罗贯
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民间情感”和“良史精神”的冲突
的？

沈伯俊：“民间情感”和“良史精神”有冲突，也有
交融和互渗。从根本上说，“民间情感”对自由、正
义、幸福的向往，“良史精神”对公正求实态度和“秉
笔直书”原则的坚持，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人们对真善
美的追求，对假恶丑的否定。罗贯中正是站在这样
的高度，既“演史”，又“演义”。我在回答第三个问题
时，指出《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四个主要方面，可以
说就是二者交融互渗的结晶。就像我在《罗贯中与
〈三国演义〉》一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２００７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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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概括的：“在史传文学与通俗文艺这两大系统
长期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双向建构的基础上，元末
明初的伟大作家罗贯中，依据《三国志》（包括裴注）、
《后汉书》提供的历史框架和大量史料，参照《资治通
鉴》的编年体形式，对通俗文艺作品加以吸收改造，

并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天才，终于写成雄视百代的
《三国演义》，成为三国题材创作的集大成者和最高
典范。”

６．有研究者指出《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
的悲剧作品，是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原则下选
择失败，您如何看待作者的这种选择？作为“仁”的
化身的刘备集团却败给了以奸诈著称的曹魏集团，

这是否意味着“善”被“恶”取代？作者这样处理的用
意何在？

沈伯俊：这种观点有其深刻之处，但我认为它主
要体现了研究者自身的阅读感受，却未必符合罗贯
中的本意。早在１９８５年，我撰写《向往国家统一，歌
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一文（原载
《宁夏社会科学》１９８６年第１期；收入拙著《三国演
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就这样评价
“悲剧”说：“此说论述相当精彩，在首届《三国演义》

学术讨论会上曾经引起热烈的争鸣。应当承认，罗
贯中确实是把曹操和刘备作为一组对立的形象，作
为‘奸臣’与‘仁君’的典型代表来刻画的，表现了‘拥
刘贬曹’的思想倾向。但是，把魏胜蜀败视为全书的
结局是不准确的，因为蜀亡后仅仅两年，魏就亡于
晋，应该说全书结于三家归晋。同时，由蜀亡于魏的
史实得出这样的结论：‘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
的力量，不是正义，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
……《三国演义》所描写的不仅是蜀汉集团的悲剧，

而且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这却是此说论者的主观
感受（尽管这种感受有其深刻之处），而不是罗贯中
本人所要表现的主题思想。罗贯中虽然为蜀汉的灭
亡而惋惜，但对率兵灭蜀的魏国大将邓艾却热情地
赋诗赞美…… 而且在写到邓艾死后，又云：‘史官因
邓艾盖世之功，乃有庙赞诗一首曰：……功成自被
害，魂绕汉江云。（《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十四，《凿
山岭邓艾袭川》则及《姜维一计害三贤》则）悼惜之
情，溢于言表。这哪里像在描写‘邪恶’战胜‘正义’

的悲剧呢？因此，用‘悲剧’说来概括《演义》的主题
也是不恰当的。”请同学们参看这篇论文。

７．作为一部民族文化的经典，关于《三国演义》

的主题问题解读历来是众说纷纭，您作为《三国演

义》研究的权威专家，您是如何理解这部作品的主题
的？

沈伯俊：确实，对《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众说纷
纭，我曾在几篇论文和自己编著的《三国演义大辞
典》中予以介绍。我认为，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
有共同的概念基础。什么是主题？简言之，主题乃
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

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
作者的思想。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概念不同，

大家在讨论中只能是瞎子摸象，各执一词。不少同
志是从自己阅读作品的某种感受，或者说，是从作品
的某种客观效果来分析作品的主题的，这种方法未
必可靠。道理很清楚：形象大于思想，乃是作品的普
遍现象。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
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
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
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

我个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向往国家统
一，歌颂“忠义”英雄。在回答第三个问题，即讨论
《三国演义》的主要精髓时，我实际上已经阐述了这
个问题。

向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这构成了《三国
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道德标准———这构
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
演义》思想内容的两大坐标轴。罗贯中以这两大坐
标轴为中心，把历史的与道德的评价融合在一起：凡
是有利于国家统一和进步的，他就肯定，就推许；凡
是符合他的“忠义”观的，他就赞美，就歌颂。反之，

则予以贬斥和否定。于是，在这个巨大的坐标系统
中，全书的主要情节被有机地编织起来，各个人物的
功过高下也都历历可见。十分明显，用这两大坐标
轴来概括《三国演义》的主题，既反映了历史发展的
方向，又表现了中华民族品评人物时“尚德”的历史
传统，在思想内容上达到了难能可贵的高度和深度。

罗贯中不愧为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既没有
把历史道德化而抹煞某些人物的历史功绩，又没有
忘记文学艺术宣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的使命，把人
物一一放上道德的天平。尽管他的认识摆不脱历史
的局限，这样的创作态度却使他笔下的主要人物既
有厚重的历史感，又有深刻的美学意义，这正是《三
国演义》为后代的多种历史演义小说难以企及的根
本原因。

让我们看一看罗贯中对魏、蜀、吴灭亡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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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当蜀汉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时，《演义》写道：
“成都之人，皆以香花而迎。”这里没有亡国的深哀巨
恸，有的却是对统一事业的衷心拥护。当司马炎接
受魏主曹奂禅让时，《演义》又写道：“此时魏亡，人民
安堵，秋毫无犯。”在人民心目中，国君姓什么是无关
紧要的，国家的统一与安宁却是至为重要的。当吴
国最后灭亡时，情景同样是“吴人安堵”。尽管西晋
统一只是短暂的，但这种统一比起国家四分五裂的
状况来，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此罗贯中忻喜地
写道：“自此三国归于晋帝司马炎，为一统之基矣。”

至此，无数英雄豪杰演出的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

终于迎来了重新统一的结局，小说的主题也得到了
完美的体现。

８．说起三国人物，我们不能不提到诸葛亮这个
人物。郑振铎就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
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在全
书纵横９７年里，诸葛亮生活的２７年里却占去了６７
回的篇幅，作者为什么会用这么大的笔墨处理这个
人物？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一典型形象吗？

沈伯俊：在《三国演义》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

诸葛亮无疑是塑造得最为成功，影响最为深远的一
个。可以说，他是全书的真正主角，是维系全书的灵
魂。我们简直无法想像，如果没有诸葛亮这个光彩
照人的艺术形象，《三国演义》还有什么看头，还怎么
能成为世代相传的古典文学名著！

《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是作者耗费笔墨最多
的艺术形象。从“水镜先生”司马徽第一次提到他的
道号“伏龙”（即“卧龙”），为他的出场预作铺垫（第三
十五回），到他去世后被安葬于汉中定军山（第一百
五回），他一直处于作品情节的中心，当之无愧地成
为全书的第一号主角。罗贯中满怀挚爱之情，倾注
全部心血，调动各种艺术手段，将他塑造为我们民族
智慧的优秀代表，传统美德的光辉典范，一个成功
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典型。

罗贯中之所以用如此多的心血塑造诸葛亮形

象，既是《三国演义》创作主旨的集中体现，也寄托了
他和传统社会中众多志大才高的知识分子的人生理

想。

为了塑造好诸葛亮艺术形象，罗贯中以历史人
物诸葛亮为原型，花费了大量笔墨，调动了各种艺术
手段，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努力：（１）充分突出
诸葛亮在刘蜀集团中的关键地位和作用；（２）竭力渲
染诸葛亮的智慧，特别是出神入化的军事谋略；（３）

多方刻画诸葛亮的忠贞品格。尽管《三国演义》对诸
葛亮的描写存在个别不当之处，但只能算是白璧微
瑕。从总体上来看，诸葛亮形象仍然是全书塑造得
最为成功，最受人们喜爱的不朽艺术典型，永远启示
和激励着后人。

至于更具体的分析，请同学们参看我的论文《忠
贞智慧，万古流芳———论诸葛亮形象》一文（载《西南
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３期，收入拙著《三国演义
新探》），也可参看我写的若干篇鉴赏文章（分别收入
拙著《三国漫话》《沈伯俊说三国》等）。

９．除了展示一个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
卷之外，和《红楼梦》一样，《三国演义》中的浩繁的诗
词也留给广大读者以深刻的印象，您能否以《三国演
义》为例，谈谈我国古典章回小说中大量存在的诗词
作品对于小说本身有什么艺术功能和审美价值？

沈伯俊：关于这个问题，郑铁生教授的《三国演
义诗词鉴赏》一书（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月第

１版）有系统的论述和鉴赏，建议大家参阅。

１０．现在社会倡导学术研究要走出象牙塔，在三
国研究领域，易中天可谓是其中的先锋，请问您如何
看待“易中天现象”？更进一步地讲，我们应如何在
“经典”的“大众化”进程中保持传统文学意义上的
“本色”？

沈伯俊：在《三国演义》和三国文化研究领域，许
多学者早就“走出象牙塔”了。中国《三国演义》学会
多年来一直主张搞好本体研究，支持应用研究，许多
专家做了多方面有益的工作。我自己基本上属于书
斋型学者，但从１９８４年起，一直积极支持四川省梓
潼县、绵阳市、广元市、江苏省镇江市、河南省许昌
市、浙江省富阳市、山西省清徐县等地的同志，开展
地方性、群众性的三国文化研究，这对地方文献的发
掘、名胜古迹的保护开发、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都起
了重要作用；对四川人民广播电台的１０８集广播连
续剧《三国演义》，中央电视台的８４集电视连续剧
《三国演义》，从策划分集、剧本审读到录制，我都做
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作为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
文化顾问，对武侯祠的保护和建设，我也曾多次与其
他专家一起献计献策。易中天先生通过自己的努
力，并借助中央电视台这个强势媒体，在激发大众兴
趣，普及三国文化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功，产生了较大
影响；不过，其品评中也存在一些不恰当、不正确之
处。至于说他是这方面的“先锋”，那就更不确切了，

比之许多《三国》专家，他的《品三国》至少晚了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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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在经典的大众化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明确：作为
专家学者，我们首先要努力搞好自己的专业研究，以
自己踏实的钻研、扎实的成果来参与大众化过程。

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求真务实的态度，爱护经典的
态度，设身处地尊重前贤的态度，为其他领域的人们
和广大群众提供有价值的意见，目的是共同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为民族的复兴和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在拙著《你不知道的三国》一书（文汇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１月第１版）《前言》中，我写了这样两段话：
“作为一个《三国》研究者，我的立场是：拒绝戏说，避
免臆说，反对瞎说。在写作这些以学术为根基，立足
于普及的文章时，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正确、有
益、有趣’。‘正确’是指文章的内容皆为研究所得，

没有学理和知识上的错误；‘有益’是指着重写那些
读者感兴趣但并不了解、略知一二却说不清楚的问
题，可以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有趣’是指
能够带给读者审美愉悦，激发读者进一步读书、思考
乃至研究的兴趣。”“在写作的态度上，我想尽量坚持
实事求是的原则：既要体现当代意识，又要注意尊重
历史；既不盲目地对古人顶礼膜拜，又不以‘后来居
上’的优越感而藐视前贤；既要满怀对民族优秀传统
文化的自豪感，又要力求保持理性的分析态度。当
然，完全达到这一标准并不容易，但为此而努力总是
应该的。”希望这些话对同学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１１．沈教授，在这次访谈的最后，问一个比较私
人化的问题。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研究《三国》的，

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您的个人研究经历以及今后的

打算？对于那些对古典文学和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

趣以及有志于从事此种研究的青年学子，您能否就
您个人的经历谈几点期望？

沈伯俊：我１９７０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

１９８０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
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
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可以
说，在专业研究方面，我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

从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到刚到四川省社科院，

我开始是研究先秦两汉文学的。１９８１年下半年开
始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第一个重点便确定为《三国演
义》，迄今已经３４年了。我之所以从事《三国演义》

研究，主要出于这样的认识：《三国演义》是中国文学
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在中华文化史上产生
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应该受到高度的重视和认真

的研究；然而，长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却相
当薄弱，远远不如《红楼梦》研究和《水浒》研究，这与
《三国演义》的地位和影响极不相称。因此，我有责
任在这方面认真钻研，为推动《三国演义》研究作出
贡献。由于我们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在全国率先发起
对《三国演义》的重新研讨，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
立以后，学会日常工作又一直由我主要承担，我既希
望保持在研究中的领先地位，又有义务全面了解研
究发展的情况，一些报刊和出版社也经常约我撰写
有关《三国演义》的论著。这样，主观和客观两方面
的因素都促使我在《三国演义》研究中不断努力，这
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尽管我在《水浒传》、
“三言二拍”、《镜花缘》和其他作品的研究中也花了
许多功夫，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成就和影响确实都不
如我的《三国演义》研究。所以，国内外学术界的同
行都认为我一直在主攻《三国演义》研究。这也算是
一种历史的机缘吧。

３４年来，我的《三国演义》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１）从１９８１年到１９８６年，属于初步研究阶
段。这一时期，我比较系统地收集了《三国演义》研
究资料，发表了十几篇论文和综述，对《三国演义》的
思想内涵、人物形象、美学风格、艺术成就等进行了
多方面的探讨，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２）从１９８７年到１９９５年，属于深入研究阶段。

这一时期，我经过艰苦的努力，编著了《三国演义辞
典》（与谭良啸合著），整理了四种《三国》版本，出版
了《三国漫谈》和《三国演义》评点本，还发表了多篇
论文，成绩比较显著，影响日益扩大，形成了自己的
特色和优势。（３）从１９９６年开始，进入了全面的综
合性研究阶段。这一时期，我出版了以《三国演义新
探》为代表的多部著作。下一步，我打算在自己多年
研究的基础上，对《三国演义》进行更加全面而深入
的观照，力求拿出更高层次的研究成果。

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对于那些对古典文学和
传统文化有着浓厚兴趣以及有志于从事此种研究的

青年学子，我想提这样几点期望：

第一，献身事业、服务社会的人生目标。我是
“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生，毕业于“文革”中。学
生时代，我一直成绩优秀，表现良好，按说完全应该
从事外文翻译或留校当大学教师；然而，我却被分配
到一个偏远的县里教中学。其间，思想受到的冲击
难以详述，个人的前途一时也无从谈起。但是，我很
早就确立了这样的人生目标：这辈子无论走到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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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做什么具体工作，都要实实在在地为社会、为人
民做一点事。这样的人生目标，使我一直保持了乐
观开朗的心态、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好学不倦的读
书习惯，使我终身受益无穷。
第二，“全面观照，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研究

态度。“全面观照”，是指始终把《三国演义》当作一
个整体，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研究。“实事求是”，
是指一切从事实出发，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研究，
不能主观臆断，不能凭空猜想，也不能从错误的印象
出发。“独立思考”，是指既要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
又不迷信任何现成的说法，而要自己动脑筋，经过独
立思考以后再作结论。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检验，别
人说得对的就接受、吸收，说得不对的就纠正，说得
不全面的就修订补充。这样，既丰富了自己，也可以
提出新的见解。
第三，“循序渐进，知故求新”的研究方法。“循

序渐进”，就是按照科学研究的规律办事。首先，必
须详细占有研究资料。在此基础上，逐步选择和调
整自己的研究目标、研究重点和研究角度。在写作
中，我由写单篇论文到写系列论文，由编著《三国演
义辞典》、整理《三国》版本到撰写专著。这样一步一
步地前进，基础比较扎实，得到的研究成果质量较
高，并具有自己的特色。“知故求新”，就是在研究中
要在“知故”的基础上“求新”。所谓“知故”，就是全
面、深入地了解过去。这包括：（１）反复精读《三国演
义》，包括各种版本的《三国》，做到烂熟于心：（２）熟
读有关《三国演义》的各种历史资料，包括史书《三国
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华阳国志》、《资治通
鉴》、各种笔记小说、宋元戏曲中的三国戏、《三国志
平话》，等等；（３）全面掌握《三国演义》研究的已有成
果，包括各种文学史、小说史、资料汇编、论文、专著
等。这样就能做到“心中有数”，从已有的成果出发，

较好地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和视角，避免“无的放
矢”，简单重复前人的劳动。所谓“求新”，就是在“知
故”的基础上，创造性地研究，勇于提出新的见解，进
行新的开拓，力求比前人有所前进，有所突破。
第四，“多问耕耘，少问收获”的成果观。谁都想

多出成果，出大成果；但真正的科学研究充满了不确
定性，努力与收获常常不成比例，究竟成就如何，取
决于主观、客观多种因素。因此，在各个领域，都有
很多无名英雄乃至悲剧人物，他们奋斗了一辈子，却
没有取得满意的成果，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承认，甚
至默默无闻。正因为这样，我历来对这些付出真诚
努力的人们深怀敬意，坚决反对以成败论英雄，更反
对凭身份、地位、头衔论高低。我自己在研究中一直
是“多问耕耘，少问收获”。对自己的学生和接触到
的其他年轻人，我也常常强调这一点。这样，才能保
持淡泊的心态、坚韧的毅力，才能愉快而不懈地努力
下去，不急于求成，不因一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不
因暂时的挫折而怨天尤人甚至灰心丧气。也只有这
样，才有可能取得问心无愧的成绩。
在拙著《三国演义新探》的《前言》中，我写过这

样一段话：“在治学的道路上，我虽无大的波折，但这
样那样的困难仍有不少，不如人意之事也屡屡遭遇。
不过，我始终坚信，一时的得失算不了什么，人生的
意义，学术成果的价值和生命力，最终都将接受历史
的检验和人民（包括学界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评判。
因此，我一直保持着乐观开朗的心态和拼搏进取的
精神。为了推动‘《三国》学’的发展，为了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我将继续努力，努力，再努力！”愿以
此与大家共勉！

最后，谢谢同学们对我的访谈。你们提的问题
很有水平，促使我深入思考。因此，这是一次非常有
意义的学术对话。

（责任编辑：王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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